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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应该说，在中国实验话剧导演群体结构中，六十年代出生的实验话剧导演
处于一个特别重要的地位，而且，大多是在一种核心部位。 
在实验话剧的前期活动中，林兆华、牟森、孟京辉最具有代表意义。林兆
华自１９８２年导演《绝对信号》以来，经历了整个探索戏剧和实验戏剧阶
段，从事戏剧实验行为持续时间最长，从某种意义而言，他如同一位中国实验
话剧的精神“教父”；牟森导演的实验话剧作品，虽然有些未曾在国内舞台演
出，却是频频出击国际戏剧节，进行世界巡回演出，使中国实验话剧产生一定
国际影响，而且，他对于中国实验话剧的观念形成和语言构造也具有相当作
用；孟京辉则对实验话剧的社会推广和传播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形成了为年
轻观众群体所喜爱的戏剧风格。这里，牟森和孟京辉都是六十年代出生的实验
话剧导演。后期的中国实验话剧发展中，又加入了六十年代出生的张广天、李
六乙、任鸣和田沁鑫等实验话剧导演。六十年代出生的实验话剧导演，几乎成
为了中国实验话剧导演的最大年龄阶段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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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与“第六代”电影导演年龄相仿的话剧导演，虽然各人实验美学思想
并不完全相同，甚至有相互矛盾和对立之处，但是，都从关注历史开始转向关
注自身，具有一种个人主义的自由气质。他们从探索话剧的寓言体例中开始逃
脱，而进入一种状态写作，具有一种六十年代的精神情结。他们在人格发育的
关键时期，进入一种“文革”造成的文化和道德断层，但是，又与探索话剧导
演的历史缅怀和反省不同，他们并不具有深刻的“文革”记忆，而仅仅是一种
童年影响，甚至可能是一种“阳光灿烂的日子”。六十年代出生的年龄背景，
加上在他们创作的旺盛时期，进入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生产机制出现一种松动
倾向，而且，出现了一种商业化趋势，使他们少有“击铁板而悲歌”的生命悲
壮体验，也不会滑入七十年代出生的快乐至上享受，存在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
独特话语表达体系。六十年代出生的实验话剧导演的话剧作品，大多思想情绪
比较低沉，而且，多数采取一种暴力语言手段，剧中人物对于矛盾解决方法，
也大多选择一种非理性的激烈手法。他们在一种自我膨胀的主体意识之中，又
必然遭遇权力制度和商业要求的两难处境，既无法获得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充
分认同，又经历自身生存的经济困境。在传统的社会评判系统之中，他们是一
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叛逆者，而在大众和商业的世俗眼光中，他们的戏剧作品令
人不知所云，大多晦涩难懂，以至产生一种嗤之以鼻情绪。他们在传统和世俗
的夹缝中，仍然在艰难地考验着自己的实验意志。 
由此，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先锋话剧导演，作为一个创作群体，已经深刻
地显现出了自己的文化族群人格。尽管在时间的纵向和空间的横向比较上，每
一位先锋话剧导演都存在着自己的特殊性，但是，他们表现出的共同部位已经
形成了显著的艺术人类学特征。 
作为一种艺术人类学的文化内涵，一是他们都从关注历史开始转向关注自
己。这里，既有着成长背景的精神编码因素，也有着在一个相同的社会和文化
语境中，面临着同样的历史任务，时代的精神气质和发展目标使六十年代出生
的中国先锋话剧导演产生了共同的戏剧活动方向；二是他们打破了中国话剧的
原有生存格局，使中国话剧完成了从探索话剧到先锋话剧的阶段转换，产生了
独立的表演和导演方法；三是从他们个人而言，已经初步实现了自己预先设立
的目标，他们在改变戏剧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在中国戏剧界取得一种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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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而且，也使自己的精神素质得到了一种提升和净化；四是作为六十年代
生人，崇拜和反对、追求和憎恨以及贵族的思想和平民的生活矛盾地统一在他
们身上，在这种悖论状态的人格结构中，他们从边缘逐渐地走向了中心，而
且，在他们的个人行为和戏剧作品中都体现了这种精神律动。 
  
二 
  
根据上述总体结论，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先锋话剧导演艺术人类学的体
验，可以具体分述如下： 
第一，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先锋话剧导演对于戏剧具有无限的热爱，甚至
将戏剧作为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在他们的心目中，戏剧就是他们的
宗教。由于处在青春时期，他们人微言轻，没有发言权和控制权，而青春时期
正是一个人人格渴望独立的时期，他们渴望拥有自己或者自己这一代人的话语
权利，甚至能够逐渐地建立起自己的话语权威。戏剧成为了他们达到这种目的
的一种工具，或者说是他们将戏剧作为了他们实现个人价值的一种载体。他们
通过戏剧演出活动来表达自己青春的感情态度和卓异目标，他们甚至希望不是
他们选择了戏剧而是戏剧选择了他们，戏剧也就成为了他们的人格防空洞和避
难所。 
第二，他们为了实现这种青春人格尊严，必然采取一种叛逆的姿态，具有
一种偏激和固执的暴力思想性格，肆意地表现着自身的生命个性情绪。在戏剧
行为中，他们也就自然选择了一种先锋和先锋的方式，渴望着通过标新立异的
先锋戏剧手段，能够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能够引起戏剧界乃至文化界的关注
和重视。这种标新立异行为，必须做得非常彻底，甚至是一种颇为狠毒的极限
方式，对于传统和主流的戏剧美学格式，进行颠覆和反动，从而产生一种自己
独立的话语结构体系。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先锋话剧导演继承了中国话剧两次
“采用西法”的极端性格，也处在一种极度膨胀的人格状态中，在戏剧排演中
采用一种极端语言手段，甚至剧中人物对于矛盾解决方法，也大多选择一种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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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激烈手法。他们将极端行为作为了自己的惯常姿态，由此能够不断地被
注意和议论，使自己卑微的艺术出身，借助于先锋话剧的不同寻常行为，得到
一种身份提升以及传播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 
第三，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先锋话剧导演大多采取了一种从边缘到中心的
戏剧运作策略，虽然他们中的有些人是由于无法进入国家戏剧体制，但也有是
主动从国家剧院脱离出来的，他们在一种自信而又自由的心态准备中，实现一
种艺术的开放性和自由性，并且，渴望能够走向国际舞台。他们在边缘状态
中，经历着一种强烈的艺术理想和严重的物质短缺的矛盾和痛苦，一直坚持着
先锋话剧的演出，希望能够获取一种社会和美学的资源，从而得到一种能力以
及人格的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甚至要求自己排演的话剧能够成为中国先锋话
剧乃至中国话剧的“一种标准”。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使他们具
有一种特殊的观察以及思考哲学和戏剧的角度，形成一种边缘语境的哲学和戏
剧逻辑。他们多数是从校园戏剧起步的，他们传承了中国校园戏剧的先锋性和
自恋性，使中国话剧产生了一种自由的精神。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先锋话剧导
演在学生时期的公共角色欲望中，不断地以校园戏剧的“粗糙”以及“胡
来”，向传统戏剧及其主流戏剧进行一种文化突围，而且，努力使自己的先锋
话剧作品形成一种个人标识效果。在民间戏剧中，他们大多排演一些“出格”
作品，在一种非常艰难的生存环境中，将八十年代前期在国家剧院内发生的探
索戏剧风潮进行延续下去，在国家剧院趋于保守的情形下，以一种民间演剧的
独特方式，将先锋话剧推上了中国戏剧领域，而且，使中国当代话剧与二战以
后的西方先锋话剧产生接轨关系。有的先锋话剧导演还利用国外资金进行民间
戏剧排演，并进行了世界巡演，使中国先锋话剧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四，童年经验，也对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先锋话剧导演的人格结构，产
生了某种程度的影响作用。在他们的个人行为和戏剧作品中，都可以发觉童年
经验的操纵性力量。他们利用戏剧行为来调节和克服童年时期遭受压抑和受到
轻视的心理障碍，并且，在意识或者潜意识渴望着一种个性和强大，在思想概
念上赋予自己行为的一种合法性和神圣性。童年时期的特殊生活经历，也对他
们青春时期的人生选择以及后来从事先锋话剧活动产生了一种渗透和制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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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童年阶段对于戏剧的热爱以及想象，对于他们成人以后将戏剧作为自己的
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也有着一种深刻的人格影响。 
第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先锋话剧导演的个人性格，也对他们的人生和
戏剧产生了相当的内在影响。虽然说六十年代生人具有某种“无知无畏”的性
格，但是，他们仍然具有一种各自不同的个性特征。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先锋
话剧导演也无法避免这种个性素质以及与此相关的个人命运。拙于交流的性格
特征，使他们产生了戏剧是禅的体验，而且，在从事先锋戏剧的过程中，变得
自信起来，戏剧成为一种非常好的表达自我的方式。风头主义的表现欲望，不
但是他们从事先锋戏剧的个人动机之一，而且，使他们的先锋戏剧作品具有一
种形式主义倾向。在他们的个人行为和戏剧作品中都充满了一种风头主义情
绪，甚至利用先锋戏剧行为进行政治作秀。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先锋话剧导演
由于在戏剧作品中具有一种超前和怪诞的姿态，非常容易被材料化和符号化，
但是，他们在衣着外表和生活方式上都采取了一种低调风格，包含着一种深刻
的内在玄机。 
  
三 
  
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先锋话剧导演，以自己的戏剧行为和作品，在中国话
剧发展过程中烙刻上了自己的人格印记，它是一种历史选择和个人选择的共同
发生作用的结果，但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先锋话剧导演的人格结构，它也
是一把双刃剑，他们确立了中国先锋话剧的历史地位及其主体性格，并且，使
中国先锋话剧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他们的精神人格也具有一种
负面的因素，由于它的不健全性，也对中国先锋话剧构成消极效应。首先，他
们过于注重先锋话剧的行为本身，将先锋话剧作为一种事件处理，而相对忽视
先锋戏剧作品主题的开掘和美学的深化。他们的一些先锋戏剧作品，在形式上
可以说是惊世骇俗，但是，作品未必经得起艺术的分析和检验，使人产生一种
头重脚轻的感觉，谈不上多少的文化价值或者文化建设意义，只是一场先锋戏
厦
 门
 大
 学
 图
 书
 馆
剧演出而已，先锋话剧导演自己和观众一起参与了这一个事件。这种为先锋而
先锋的创作倾向，必然会使先锋话剧成为一种美丽“空壳”，远离了文化的意
义，在一种个人风头主义的精神膨胀下，演化为了一种行为艺术；其次，在某
种意义上，先锋成为了他们戏剧作品的一种“商标”或者“标签”，以为先锋
就是代表着品位和档次，而相对忽视了真正的美学建设。应该说，先锋绝对不
是艺术成功的安全保险，也不是艺术地位的识别标志，先锋话剧导演将先锋作
为他们的一种挡箭牌，也折射了他们的一种美学心虚。当先锋话剧成为了一种
文化时髦，成为快餐文化环境中的成功策略，则很有可能重蹈“文明戏”的覆
辙；再次，先锋话剧导演表现出了一种创作悖论现象，他们完成了从探索话剧
到先锋话剧的转换过程，确立了独立的表演和导演方法，而且，它们的原创价
值也取决于对于西方戏剧的摆脱程度，但是，在他们的先锋戏剧作品中，仍然
流露出了后工业社会才有的生存焦虑情绪，描写一种物质世界对于精神生活的
挤压状态，表现人的孤独和分裂的异化人格。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前工业社
会和前城市社会的国家来说，这种命题无疑是超前的，很难在观众中真正产生
共鸣。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先锋话剧导演也许会有一些异化感受，但也是一种
表面层次的，或者说是个性化的，说明了中国先锋话剧导演并没有建立起属于
自己的主题话语系统，在意识或者潜意识中仍然摆脱不了对于西方戏剧的模仿
和移植；最后，由于先锋必须保持一种不成熟甚至不成功的姿态，否则，它就
不能称为一种先锋行为，而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先锋话剧导演随着年龄增长，
能否保持这种姿态，确实也是一种考验，因为坚持先锋方式，必须承受着物质
生活的清苦，而且，在年龄变化所带来的心态调整中，也会使先锋的锐气和棱
角磨钝，对于他们而言，必然会经历着一种自我意志较量，由此而论，六十年
代出生的中国先锋话剧导演仍然无法逃脱历史和人格赋予他们的文化宿命，他
们面临着一种艰巨的精神改造任务，甚至需要经历一种人格的脱胎换骨过程，
才能使自己的精神人格再一次得到升华和净化，也使中国先锋话剧确立可持续
性的发展方向。 
六十年代出生的实验话剧导演从文化边缘地带逐渐走向了核心部位，开
始具有了一种戏剧发言权，甚至构成一种新的权威格局。从某种角度而论，实
验话剧始终存在着一种矛与盾的悖论关系，当年实验话剧导演以自己的矛刺向
了传统戏剧和主流戏剧的盾，而且，甚至可能都不知道盾在哪里，只是不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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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着矛刺杀着，扩展着戏剧发展的各种可能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早期的实验
话剧某些成分逐渐转化为传统戏剧和主流戏剧的有机组成部分，它自己也成为
一种盾了，实验话剧导演开始举着矛杀向自己的盾了，而且，他必须得保持这
种姿态。这也就是一些实验话剧导演后来不愿意承认自己的作品是实验话剧的
一种缘由，因为自己过去的矛，成为现在的矛刺向的盾，形成一种自我攻击关
系。实验话剧导演主要攻击的对象不是一个时代或者流派，而是自己的另一部
分作品，而且，需要一直地坚持着，自然显得残酷而又悲壮，如同实验话剧导
演自己所宣称的：“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有许多答案模糊不清，有许多观念
似是而非，有许多结果不尽人意”，“坚持不断地扫荡自己，审视自己，超越
自己，才能站在一个新的高度对待未来的日子。我强迫自己相信未来那美好的
日子，这是因为别无选择。” ［１］其实，六十年代出生的实验话剧导演在举着
矛杀向传统戏剧和主流戏剧的盾，从而激烈反对戏剧暴政，同样经历着一个不
断扫荡、审视和超越自己的精神过程，孟京辉称道：“这么多年谁说过我好？
这么多年，我做过这么多事，谁说过我好？我这么凶险着就过来了，我挺不容
易的。那怎么办？我接着凶险啊，对着这凶险的局面继续向前进。只有这样才
行，否则完蛋了”， ［２］说明了实验话剧导演在拆解和颠覆戏剧秩序的过程
中，遭遇了各种现实和精神的“凶险的局面”。六十年代出生的实验话剧导演
以一种宗教一般的赤诚和狂热，选择戏剧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正如牟森导演
的《大神布朗》说明书中《蛙实验剧团致观众》所引用的彼得·布鲁克的话：
“在世界上某个地方，表演是一种为之彻底献身的艺术，是一种苦行僧式的
话，‘我对我自己残酷’，真正成了某个地方不到十二人的一种地道的生活方
式”，“戏剧不是防空洞，也不是避难所。生活方式就是通向生活的道路。” 
实验话剧导演也以这种“我对我自己残酷”的殉道精神，将戏剧作为生活方式
的本身，尽管实验话剧对于他们来说，确实颇有一点“防空洞”和“避难所”
的意味，使自己卑微的艺术出身，借助于实验话剧的旗帜，得到一种提升以及
传播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但是，他们以自己的“残酷”生活方式，改变了中
国话剧的生存方式，确立了一种新的表演和导演体例，在使自己人格得到一种
完善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话剧观众的精神结构。 
应该说，六十年代出生的实验话剧导演群体的出现，存在着一种社会和文
化发展机制的内在逻辑性和必然性，是一种历史选择和个人选择的双重作用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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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孟京辉曾经称道:“对于实验探索的选择，就是对我们自身命运的选择。
当我们想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耶荷德、布莱希特、彼得·布鲁克或者格洛
托夫斯基等人的戏剧实验时，我们由此产生的敬佩之情就不再是狭隘的片刻狂
热了，同样，我们由此产生的决心就能使自己勇敢地面对自我，面对现实。戏
剧一直以自己的生命力在向前突奔，实验戏剧的现实性、象征性和表现性的种
种状态也一直被一代代戏剧探索者所认识，被丰富了的戏剧表现的可能性始终
伴随着我们的实验行为.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我们的动机和结果简单而质朴
得使我们自己都不禁为之惊讶：我们要悲壮地对待自己的残酷,要残酷地歌唱
自己的悲壮!” ［3］中国话剧历史选择了他们，同时，也限定了他们。他们两难
境况的文化宿命，折射了中国话剧的内在本质以及发展变化的客观要求。六十
年代出生的实验话剧导演，一直处于一种社会及其戏剧意识形态变革与自我人
格结构的互动格局中，构成了中国特色的实验话剧发展道路。 
  
注释： 
［１］孟京辉:《实验戏剧和我们的选择》，《戏剧文学》１９９６年第１
１期。 
［２］魏力新：《做戏》，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９６页。 
［3］孟京辉:《实验戏剧和我们的选择》，《戏剧文学》１９９６年第１
１期。 
 
